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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

———基于农业资本投入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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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降低农业获取资本的难度从而增加农业资本投入,而资本投入能促进资本快

速积累,进而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 本文基于 2011—2020 年我国大陆 30 个省市(不含西藏)的面板数据,
运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从农业投入、农业产出、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四个维度评价了我

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并结合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农业资本投入指标,对数字普惠金融经农业资本

投入对农业现代化的作用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进一步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现代化

的促进作用,以及受农业资本投入中介效应影响的门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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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三农”工作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 加快农业现代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基础,
也是统筹推进乡村振兴的目标。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

生活是我国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的前进方向和根本遵循。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有

了较大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也进一步增强,但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科技支撑能力不强,农业结构性矛

盾日益凸显,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高的现实依然存在,这极大制约着我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加快

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农业现代化再上新台阶已成为当下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主题。 所谓“农业现代

化”就是用现代的物质技术装备农业,包括良种化、水利化、机械化、信息化等,稳定提高农业的供给能

力,同时扩大农业生产规模,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其逐步接近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最终形

成一整套贯穿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专业化、社会化的服务体系,以及国家对农业的支持政策体系。
传统农业停滞和落后的原因是储蓄率和投资率低下、资本缺乏,其根源并非是农民缺少储蓄或缺乏企业

家,而是传统农业对现有生产要素增加投资的收益率很低,对储蓄和投资缺乏足够刺激;传统农业向现

代农业转变需要投入新的技术和生产要素,因而需要向农业投资,提供大量新的生产要素,如大型农业

机械等[1] 。 这既需要政府财政支持保障,也需要金融体系动员各种金融资源参与。 但农业弱质性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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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回报和投入、风险不匹配等特性却极大地限制着传统农村金融体系的供给能力和意愿,农业金融产

品和服务供给存在结构性不足,不能有效匹配日益多样的农村金融需求,导致农业生产资本相对匮乏。
而依托数字技术优势的数字普惠金融突破时空限制,实现低成本、高实效的资金配置,拓宽了农业部门

资本要素的来源路径,以低成本、便利性和可持续的模式弥补了传统金融服务于农业农村的缺陷。 通过

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覆盖和较低成本的融资成本等机制,数字普惠金融帮助农业生产者跨越资本门槛

约束,降低农业获取资本的难度从而有助于增加农业资本投入。 现代物质技术装备的投入和农业技术

的运用,带来了农业生产率极大提高和生产成本显著下降,农业生产利润率提高,进而增加资本积累量;
而且由于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使得产品价格下降,一定的资本积累可以购买更多的产品即要素,使得

资本积累的质量也提高。 资本积累能力和质量的提升,将促进农业生产资本积累不断配置到农业生产

价值链的高端领域,必将改变农业生产的弱势地位。 可见,农业资本投入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不可或

缺的因素。
现有文献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现代化关系的有益借鉴,但似乎不足以解释二者

关系的脉络,致使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现代化关系还存在“黑箱”状态。 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农业资本

投入中介效应视角提供一个可能的解释。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一)关于农业现代化的相关研究

农业现代化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我国学者对农业现代化的认知与理解颇有不同,富
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一是过程论。 农业现代化是传统农业通过不断应用现代先进科学技术,
提高生产过程的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不断调整农业结构和农业的专业化、社会化分工,以实现农业总要

素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农业持续发展的过程[2] 。 二是技术论。 所谓农业现代化,简单地说,就是农

业科学化、机械化和社会化[3] 。 三是综合论。 农业产业现代化是作为物质生产部门的农业本身的现代

化,它主要涉及发展模式、结构布局、物质装备、技术手段、经营管理五个方面[4] 。 2007 年,中共中央 1
号文件曾对农业现代化的内涵作出全面概括,即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
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

农业。 对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定量测度,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其一,从投入要素、产出能力、生产服务三维度,利用 16 个个体指标构建了综合评价农业现代化发展水

平的指标体系[5] 。 其二,从农业投入、农业产出、农业可持续和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四维度,利用 10 个个

体指标构建了反映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6] 。
(二)关于农业资本投入的相关研究

研究农业现代化进程需关注农业投资,因为资本投入是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7] 。 我国作

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经济体之一,农业发展已经进入资本驱动的关键阶段[8] 。 在全球粮食安全严峻的

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需要足够的资本来促进农业发展。 农村金融的发展有利于改善农业现代化进程中

融资渠道和资金供给不足的局面[9] ,但农村金融市场运行失范抑制了农业资本的投入[10] 。 一些学者研

究发现,许多农民因家庭收入低和净资产抵押能力差受到借贷限制[11] ,缺乏资金是增加农业投资的主

要制约因素之一,要实现多样化和高效的农业生产,农业投资很重要,而减少信贷限制可以增加对农业

的投资[12] 。 为了弥补传统金融服务于农业农村存在的缺陷,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被寄予了厚望。
(三)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研究

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上的《G20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提出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数字普惠金融

概念,泛指一切通过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 数字普惠金融是以计算机、大数据、云计算

等方式提供的普惠金融服务,是互联网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形成的新业态,是普惠金融网络化、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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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必然结果。 数字普惠金融的兴起,也掀起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研究的热潮,比较具有代

表性的是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该指数从

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金融数字化程度构建了包含 33 个具体指标的数字普惠金

融指标体系,经过对指标无量纲化处理后,采用变异系数法和层次分析法求得了最终的数字普惠金融指

数[13] 。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互联网快速发展背景下形成的新兴金融模式,给传统金融体系带来了深刻的

影响,一方面冲击以银行为主体的传统金融模式,致使服务模式和技术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与传统金融

相互竞争,使普惠金融更具“普惠”特征[14] 。 传统金融服务难以克服物理网点的限制,导致存在大量难

以“普惠”的地区和群体,而数字普惠金融因具有更大的地理穿透力和低成本优势,克服了金融排斥,缓
解了传统金融服务不到位的情况[15] 。 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相较于传统金融可以通过提供更好的家庭风

险回报平衡来弥补传统金融产品的缺点,缓解传统金融发展中的区域失衡,为不同环境和地区的投资者

提供平等的投资机会[16] 。
(四)关于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

按照马克思的资本推动理论,资本推动是农业现代化的一般规律,要彻底改造传统农业的弱质性,
必须对农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积极投入并持续追加不可或缺的资本要素,以改变农业生产和再生产过

程中的资源结构和资源配置,形成对传统要素的有效替代,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 研究显示,农业资本投入能够促进农业经济增长[17] ,进而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因此,加大

农业资本投入是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农业生产过程常常面临严重的资金约束:一方面,由于农业属于风险较高的投资项目,部分企业因

自身抵抗风险能力的约束降低了对农业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及农户缺少抵押物

和担保,银行处于对农业贷款违约风险较大的安全性考虑往往不审批贷款。 金融发展对资本的形成具

有重要推动作用:一方面,金融发展通常使储蓄更易转化为投资,产生流动性效果[18] ;另一方面,金融发

展使具备信息优势的金融机构发挥其中介功能,有助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提高,产生增进效率的作

用[19] 。 出于风险控制和利润收益考虑,传统金融往往对农业以及农户的信贷需求设置更为苛刻的附加

条件和更高的风险溢价,高门槛和高成本不可避免地导致传统金融对农业以及农户的排斥,进而阻碍着

农业资本投入的持续增加。 而数字普惠金融是缓解外部资本和农户自身农业资本投入约束的可靠路

径,通过资源效应和信息效应有效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尤其在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及使用深度方

面[20] 。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抵押品要求等途径,能够激励当地金融机构提升涉农

贷款和农户贷款的投放规模和增长速度,显著提高了农户正规信贷的获得机会[21] 。 数字普惠金融可通

过优化农业投资环境,为外来资本投入提供风险分担金融工具,为农户降低信贷门槛,缓解资金不足困

境,提升对农业的投资意愿。

图 1　 数字普惠金融、农业资本投资与农业现代化三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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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分析可得出,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降低农业获取资本的难度和成本从而增加农业资本投入,
而资本投入能促进资本快速积累,进而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创新服务模式和

组织结构,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并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等,可以直接作用于农业现代化,但农业现代化

发展最终还是需要农业资本投入来推动。 从逻辑上来讲,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农业资本投入,农业资本

投入推动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无疑农业资本投入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现代化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并
且中介作用可能不小,这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说。

假说 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农业资本投入影响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农业投资主体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投资主体从国家和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为主逐渐实现多元化,其中以作为农村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农户投资为主。 现在,我国农业资

本投入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金融资本、自有资本以及城市工商资本。 从我国农业资本投入的现实来

讲,当某地区资本投入水平较低时,资本更多来自于农户自身[22] 。 不论是低收入农户群体,还是中高收

入农户群体,其初始资产禀赋只有满足相应门槛条件时,农户才会进行借贷。 同时,借贷选择门槛与劳

动力收益、资本投资规模成正比,与资本投资期望收益成反比[23] 。 事实上,不仅是农户,其他农业经营

主体参与金融活动均存在一定的门槛。 当农业资本投入水平较低时,农业经营主体对金融服务需求不

高,况且缺乏规模效应,金融机构参与意愿也不高。 只有资本投入水平达到一定规模时,规模效益和自

身资本约束将刺激农业经营主体产生迫切性融资需求,金融机构也会有参与的积极性。 正是在这种情

况下,数字普惠金融利用其自身的优势能显著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使得农业资本投入进一步增加,从
而更显著影响农业现代化。 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说。

假说 2: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业现代化的作用受到农业资本投入门槛值的影响,且相对于低投资水

平而言,高投资水平下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会明显增强。

三、研究设计

(一)基本模型设定

依据理论框架,我们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AMLit = β0 + β1DFIit + ∑control + εit + μi + ωt (1)

(1)式中,i 表示省份,t 表示年份,AML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level)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农业现

代化水平,我们采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综合构建的农业现代化水平指数表示。 核心解释变量 DFI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为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对其测度需要考虑到数字普惠金融内涵、特
征的综合概括,包括的每一个指标以及每一个维度都应该是反映普惠金融这一总体的一个视角。 β0 为

常数项,∑control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具体包括以下影响农业现代化的变量。 即农村基础设施不仅是

农业发展的基石,也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农村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农田水利灌溉、农村电力

等方面。 因此我们加入了有效灌溉面积 EIA(Effective
 

irrigation
 

area)和农村用电量 EPC(Electric
 

power
 

consumption)作为控制变量。 交通运输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不仅可以促进要素

流通,而且还影响到农业产业布局与规模经济。 因此加入公路里程 HW
 

(
 

Highway
 

mileage)和货运量 FA
(Freight

 

amount)作为控制变量。 同时,我们还引入人口老龄化率 PA(The
 

rate
 

of
 

population
 

ageing)、工
业化率 IR( Industrialization

 

rate)、农村有线广播电视用户数 NT(Number
 

of
 

TV
 

households)和家庭户均人

口规模 PS(Population
 

size)为控制变量。 此外,为使变量的回归系数便于观察比较,本文对数据均进行

了无量纲化处理。 εit 为随机扰动项,μi 为个体效应,ωt 为时间效应。
根据假说(1),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农业资本投入作用于农业现代化,为考察其作用机制,我们

先将农业资本投入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方程(2),在此基础上增加数字普惠金融为解释变量建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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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方程(3)。 同时,为进一步考察其渠道效应,在(3)式基础上引入数字普惠金融和农业资本投入交互项

建立回归方程(4),以判断数字普惠金融是否通过农业资本投入影响到农业现代化。 具体构建模型如下:

AMLit = β0 + β1ACIsit + ∑control + εit + μi + ωt (2)

AMLit = β0 + β1DFIit + β2ACIsit + ∑control + εit + μi + ωt (3)

AMLit = β0 + β1DFIit + β2ACIsit + β3DFIit × ACIsit + ∑control + εit + μi + ωt (4)

(2)—(4)式中,ACIs(Agricultural
 

capital
 

investment)表示农业资本投入,具体为财政、信贷和农户投

入三部分加总计算得到的农业资金投入量[24] 。 考虑到加入交互项方程可能出现共线性问题,所以对交

互项进行了中心化处理。
(二)中介效应分析

为检验农业资本投入是否在数字普惠金融和农业现代化之间发挥着显著的中介效应,建立如下中

介效应模型:

AMLit = β0 + β1DFIit + ∑control + εit + μi + ωt (5)

ACIsit = α0 + α1DFIit + ∑control + εit + μi + ωt (6)

AMLit = π0 + π1DFIit + π2ACIsit + ∑control + εit + μi + ωt (7)

依据 Baron
 

R
 

M 和 Kenny
 

D
 

A[25]以及温忠麟和叶宝娟[26]的研究,π1 表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现代

化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大小由 α1π2 来衡量,β1 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现代化影响的总效应,如图 2
所示。 同时,中介效应相对大小用中介效应与总效应之比来反映。 此外,可进一步构建 Sobel 统计量来

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 Sobel 统计量为 Z = α︿ 1 π︿ 2 /
　
α︿ 2

1 S
︿ 2
π2

+π︿ 2
2 S

︿ 2
α1

,其中,α︿ 1 和 π︿ 2 分别为 α1 和 π2 的

估计值,Sα1
和 Sπ2

分别为 α︿ 1 和 π︿ 2 的标准误差,Sobel 统计量的临界概率可根据 MacKinnon
 

D
 

P 等[27] 提

出的临界值表进行判断。

图 2　 传导路径图

(三)面板门槛模型设定

根据假说(2),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业现代化的作用可能受到农业资本投入门槛值的影响。 为验

证假说 2,采用 Wang
 

Q[28]提出的固定效应面板门槛模型进行估计,在(1)式中引入指示函数,并以农业

资本投入 ACIs 作为门槛变量,构建如下单门槛模型:

AMLit = β0 + β1DFIit × I(ACIsit < γ1) + β2DFIit × I(ACIsit ≥ γ1) + ∑control + εit + μi + ωt (8)

考虑农业资本投入可能存在多个门槛值的情况,对上述单门槛模型进行扩展,建立如下多门槛面板

模型:
AMLit = β0 + β1DFIit × I(ACIsit < γ1) + β2DFIit × I(γ1 ≤ ACIsit < γ2) + … + βnDFIit ×

I(γn-1 ≤ ACIsit < γn) + βn+1DFIit × I(ACIsit ≥ γn) + ∑control + εit + μi + ωt

(9)

γ 是未知门槛值,I 为指示函数,满足括号内条件,则 I= 1,反之,I=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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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来源与变量统计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11—2020 年中国大陆 30 个省市自治区(不含西藏)相关变量为研究样本,其数据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林业和草原统计年鉴》,中经网产业数据库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等。 对于少量缺

失的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补齐,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此外,由于西藏地区数据缺失严重,故在研究样

本中将其剔除。
(二)农业现代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结合已有文献,本文将农业现代化界定为利用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历史过程,即传统农业不断向现

代农业转变的过程,此过程指先进生产要素不断应用于传统农业中引发的包括物质、人力、技术、制度等

一系列要素的变革和更新,表现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增强并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显

著提升[29] 。 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择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和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为一级指标,从四方面评价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具体指标体系构成见表 1。

表 1　 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

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农业现

代化

农业投入水平

(0. 324)

农业产出水平

(0. 456)

农业可持续

发展水平

(0. 068)

农村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

(0. 152)

单位播种面积农机总动力

(万千瓦 / 千公顷)
农业机械总动力 /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单位播种面积农膜使用量

(吨 / 千公顷)
农用薄膜使用量 /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

(吨 / 千公顷)
化肥施用量 /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单位播种面积农药使用量

(吨 / 千公顷)
农药使用量 /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农业产出增长率(%)
(当期农林牧渔总产值 / 上一期农林

牧渔总产值) -1

土地生产率(亿元 / 千公顷) 农林牧渔总产值 /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农业劳动生产率(万元 / 人) 农林牧渔增加值 /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

森林覆盖率(%)
(有林地面积+国家特别规定灌木林面积) /

土地总面积×100%

农业成灾率(%) 农业成灾面积 / 农业受灾面积×10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人)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数 / 总人口数×100%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食物支出 / 农村居民总支出×100%

(三)变量统计特征

对上述指标变量先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再使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测算出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综合

评价指数(AML)。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主要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构

建了包含 33 个具体指标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本文引用其公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FI)
(2011—2020)作为数字普惠金融的代理变量。 其他控制变量使用样本数据进行测算,变量统计特征值

具体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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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含义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AML 农业现代化水平指数 ——— 0. 405 0. 069 0. 261 0. 693

DFI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 217. 246 96. 968 18. 330 431. 930

ACIs 农业资本投入 亿元 9
 

407. 140 8
 

023. 977 869. 709 47
 

660. 890

EIA 有效灌溉面积 千公顷 2
 

190. 357 1
 

659. 450 109. 240 6
 

177. 590

EPC 农村用电量 亿千瓦时 296. 706 426. 647 4. 100 2
 

011. 000

HW 公路里程 万公里 15. 141 8. 020 1. 210 39. 440

FA 货运量 万吨 144
 

579. 90 94
 

812. 870 12
 

586. 000 434
 

298. 000

PA 人口老龄化率 % 12. 279 3. 775 5. 021 26. 067

IR 工业化率 % 33. 737 8. 027 10. 014 57. 378

PS 家庭户均人口规模 人 / 户 3. 180 0. 433 1. 960 4. 260

NT 农村有线广播电视用户数 万户 265. 378 260. 565 0. 850 1255. 120

图 3 显示为农业现代化水平指数(AML)、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FI)和农业资本投入(ACIs)之间的

散点图。 从图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农业资本投入与农业现代化均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且数字普惠金融

与农业资本投入也呈现正相关关系,图形显示符合所提假设。

　
(a)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现代化 (b)农业资本投入与农业现代

(c)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资本投入

图 3　 主要变量之间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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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研究

(一)传导机制检验

为了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农业资本投入与农业现代化三者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其相互传导机制,对
此三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再引入交互项进行机制检验,最后再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同时,考虑到交互

项可能导致共线性问题,本文对交互项进行中心化处理。 虽然处理后仍无法完全消除可能存在的共线

性问题,但是能够起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 共线性问题在一般交互模型中并不是严重或特殊的问题,
并不会对估计结果造成严重影响,因而无需进行过多讨论[30] 。 表 3 展示了具体检验结果。

表 3 第 2 列结果表明,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地提升了农业现代化水平。
表 3 第 4 列结果显示,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农业资本投入变量,模型(3)数字普惠金融估计系数下

降到 0. 139,并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对比表 3 第 2 与第 4 列结果可知,数字普惠金融的确能影响农

业现代化,但在回归模型中加入农业资本投入后,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效果显著下降,说明农业资本投

入起到了中介作用。 为进一步分析传导机制,在模型(4)中引入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资本投入的交互

项。 表 3 第 5 列结果显示,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在 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

业现代化的影响不再是常数,而是随着农业资本投入的取值不同而发生变化,农业资本投入量越大,数
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现代化的正向影响作用越强。 表 3 第 3 列结果表明,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农业资

本投入对农业现代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依照三步法的中介效应的检验程序,第一步,检验不纳入农业资本投入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现

代化的直接效果,即直接效应。 表 4 第 2 列结果表明,农业现代化与数字普惠金融的直接路径系数显

著。 第二步,检验农业资本投入与数字普惠金融之间的关系,表 4 第 3 列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估

计系数在 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农业资本投入水平。 第三步,同时

加入数字普惠金融和农业资本投入对农业现代化进行回归,表 4 第 4 列结果显示,农业资本投入系数在

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数字普惠金融系数 π1 不显著,表明只有中介效应,但这并不代表农业资本

投入是完全中介变量,因为 Hayes[31]提出,在统计上发现了完全中介,并不意味着对自变量影响因变量

的作用渠道的探究就可以终止了。 反过来说,有可能存在多个中介,它们在单独的检验中分别都是统计

意义上的完全中介,那么完全中介就是一个空洞的术语。 同时,Rucker 等人[32]也用实例说明,三步法中

第三步的自变量系数不显著时,仍有可能存在其他中介变量。 因此,我们认为农业资本投入在数字普惠

金融促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中介效应,但不区分是部分中介还是完全中介。
此外,运用 Sobel 检验法对农业资本投入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 表 4 中 Sobel 检验结果显

示,Z 值为-2. 580,且通过了 1%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农业资本投入的中介效应是显著的。 通过分析中

介效应的具体数值可以发现,农业资本投入的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所占比重约为 33. 806%,中介效应作

用不小。 验证了假说(1)。 这充分说明,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农业资本投入有着

重要的中介作用,其影响路径为数字普惠金融→农业资本投入→农业现代化。 具体来说,随着数字普惠

金融的发展,农业资本投入所需要的金融支持得到更好的满足,降低了农业与金融服务之间的屏障,从
而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表 3　 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AML

模型(2)
AML

模型(3)
AML

模型(4)
AML

DFI
0. 210∗∗
(0. 095)

0. 139
(0. 095)

0. 153
(0.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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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变量
模型(1)
AML

模型(2)
AML

模型(3)
AML

模型(4)
AML

ACIs
0. 148∗∗∗
(0. 037)

0. 136∗∗∗
(0. 038)

-0. 048
(0. 076)

DFI×ACIs
0. 215∗∗∗
(0. 077)

PA
-0. 069∗∗∗
(0. 024)

-0. 083∗∗∗
(0. 024)

-0. 081∗∗∗
(0. 024)

-0. 099∗∗∗
(0. 025)

EPC
-0. 203∗∗∗
(0. 053)

-0. 175∗∗∗
(0. 047)

-0. 206∗∗∗
(0. 052)

-0. 209∗∗∗
(0. 051)

HW
-0. 027

(0. 057)
-0. 074

(0. 057)
-0. 067

(0. 057)
-0. 007

(0. 062)

FA
0. 112∗∗∗
(0. 032)

0. 091∗∗∗
(0. 032)

0. 087∗∗∗
(0. 032)

0. 066∗∗
(0. 032)

EIA
-0. 218∗∗∗
(0. 059)

-0. 246∗∗∗
(0. 057)

-0. 234∗∗∗
(0. 057)

-0. 220∗∗∗
(0. 057)

NT
0. 026

(0. 023)
0. 048∗∗
(0. 023)

0. 046∗∗
(0. 023)

0. 061∗∗∗
(0. 023)

IR
-0. 032

(0. 037)
-0. 021

(0. 036)
-0. 019

(0. 036)
-0. 030

(0. 036)

PS
0. 069∗∗
(0. 032)

0. 061∗∗
(0. 031)

0. 052∗
(0. 031)

0. 042
(0. 031)

constant
0. 418∗∗∗
(0. 043)

0. 438∗∗∗
(0. 042)

0. 434∗∗∗
(0. 042)

0. 433∗∗∗
(0. 041)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300 300 300 300

R-squared 0. 755 0. 765 0. 767 0. 774

　 　 注:(1)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2)∗表示 p<0. 1,∗∗表示 p<0. 05,∗∗∗表示 p<0. 01

表 4　 农业资本投入的中介效应

变量
模型(5)
AML

模型(6)
ACIs

模型(7)
AML

DFI
0. 210∗∗
(0. 095)

0. 522∗∗∗
(0. 155)

0. 139
(0. 095)

ACIs
0. 136∗∗∗
(0. 03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观测值 300 300 300

R-squared 0. 755 0. 767 0. 767

Sobel 检验 Z = -2. 580,其 p 值为 0. 010

中介效应 / 总效应= 33. 806%

　 　 注:(1)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2)∗表示 p<0. 1,∗∗表示 p<0. 05,∗∗∗表示 p<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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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门槛模型检验

上述研究已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农业资本投入影响农业现代化,为进一步分析数字普惠金

融对农业现代化的作用是否受到农业资本投入门槛效应的影响,我们采用固定效应面板门槛模型进行

实证检验。 为确定门槛个数,以便确定门槛模型的具体形式,本文在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设

定下分别进行估计,得到 F 统计量和采用自抽样(Boot-strap)下的 P 值,门槛估计结果见表 5。
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现代化的作用受到农业资本投入单重门槛的影响,门槛值为

0. 271,相应自抽样(Bootstrap)下的 p 值为 0. 000,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图 4 为利用 likelihood-
Ratio(LR)统计量绘制的单重门槛下的置信区间图。 此外,双重和三重门槛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因

此,我们将基于单重门槛模型进行分析。
表 5　 门槛值估计结果

门槛类型 门槛值 F 值 P 值
临界值

10% 5% 1%

单一门槛 0. 271 55. 170∗∗∗ 0. 000 24. 331 29. 724 41. 268

双重门槛 0. 024 12. 500 0. 367 22. 010 29. 239 39. 900

三重门槛 0. 047 8. 830 0. 583 22. 672 28. 996 42. 395

　 　 注:p 值和临界值均采用“自举法(Bootstrap)”反复抽样 300 次得到;∗表示 p<0. 1,∗∗表示 p<0. 05,∗∗∗表示 p<0. 01

图 4　 单重门槛下的置信区间图

(三)门槛模型估计

门槛模型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现代化的作用受到农业资本投入单重门槛效应的影

响,这与我们提出的假说(2)相一致。 我们利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面板门槛回

归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6。 表 6 第 2 列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现代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这种作用

受到农业资本投入单重门槛效应的影响。 具体而言,当农业资本投入小于 0. 271 时,数字普惠金融的系

数为 0. 100,当农业资本投入大于 0. 271 时,数字普惠金融的系数提升到 0. 167,正向促进作用增强到了

原来的 1. 670 倍,系数均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说明,农业资本投入水平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影

响农业现代化的正向作用越明显。
通过观察控制变量还可以发现,货运量和农村有线广播电视用户数都对农业现代化产生了显著的

正向影响,而农村用电量和有效灌溉面积对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可能的解释是我国农

业灌溉方式还比较粗放,绝大多数采用传统的畦灌,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仅为 0. 54,加重的农业生产成

本导致农业投入产出比较低,阻碍了农业现代化发展。 也有研究表明,农户对农业用电的需求与有效灌

溉面积呈正相关关系,这是农村用电量与农业现代化呈负相关的原因。 家庭户均人口规模也对农业现

代化的影响为负,这可能是因为家庭人口规模增加,人均资本的占有量降低,从而导致出现负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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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面板门槛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8)
AML

模型(9)
AML

模型(10)
AML

DFI
0. 138

(0. 095)
0. 027

(0. 093)

ACIs
0. 016

(0. 043)

ACIa
0. 058∗∗∗
(0. 016)

DFI
(ACIs

 

<threshold1)
0. 100∗∗∗
(0. 033)

DFI
( threshold1≤ACIs)

 

0. 167∗∗∗
(0. 036)

DACIs×DFI
0. 053∗∗∗
(0. 010)

PA
-0. 003

(0. 027)
-0. 051∗∗
(0. 024)

-0. 078∗∗∗
(0. 023)

EPC
-0. 243∗∗
(0. 091)

-0. 189∗∗∗
(0. 052)

-0. 201∗∗∗
(0. 049)

HW
-0. 019

(0. 098)
-0. 026

(0. 056)
-0. 127∗∗
(0. 056)

FA
0. 110∗∗
(0. 044)

0. 115∗∗∗
(0. 031)

0. 119∗∗∗
(0. 031)

EIA
-0. 240∗∗∗
(0. 062)

-0. 220∗∗∗
(0. 057)

-0. 208∗∗∗
(0. 055)

NT
0. 067∗∗
(0. 025)

0. 018
(0. 022)

0. 052∗∗
(0. 022)

IR
-0. 036

(0. 057)
-0. 046

(0. 036)
-0. 134

(0. 035)

PS
-0. 103∗∗∗
(0. 021)

0. 069∗∗
(0. 031)

0. 069∗∗
(0. 030)

constant
0. 499∗∗∗
(0. 061)

0. 423∗∗∗
(0. 042)

0. 439∗∗∗
(0. 040)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观测值 300 300 300

R-squared 0. 694 0. 768 0. 790

Sobel 检验 ——— Z = 1. 707,其 p 值为 0. 088

　 　 注:(1)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2)∗表示 p<0. 1,∗∗表示 p<0. 05,∗∗∗表示 p<0. 01;(3)模型(8)为门槛效应回归

结果,模型(9)为中介效应稳健性检验结果,模型(10)为门槛效应稳健性检验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1. 中介效应稳健性检验

在基准回归中,我们采用 2011—2020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模型进行了估计,中介变量农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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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运用财政、信贷和农户投入三部分加总来衡量。 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我们将其替换为单位耕地

面积农业固定资本投资额(ACIa),具体为各省份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耕地面积的比值,检验结果

见表 6。 从表 6 第 3 列可以看出,加入农业资本投入变量,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现代化影响的显著性消

失,且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 Sobel 检验,表明中介效应稳健性良好。
2. 门槛效应稳健性检验

依据农业资本投入的门槛值,我们将数据样本划分为低水平(ACIs<0. 271)区间和高水平(ACIs≥0.
271)区间,并设置虚拟变量 D:

当 D=
1 门槛值在高水平

0 其它{
引入变量 DACIs

×DFIit 后的动态面板数据估计模型为:

AMLit = λ0 + λ1DFIit + λ2ACIsit + λ3DACIs
× DFIit + ∑control + εit + μi + ωt (10)

其中,λ0 为常数项估计系数,λ1 为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λ2 为门槛变量估计系数,λ3 为引入变量

估计系数,εit 为随机扰动项,μi 为个体效应,ωt 为时间效应。 对上述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 6。
在表 6 第 4 列中,DACIs

×DFIit 的估计系数在 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了农业资本投入的门槛效

应显著,在相应门槛区域内,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现代化的正向促进作用随农业资本投入增加有增大的

趋势,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与基准回归差异较小,表明门槛效应具有较好

的稳健性。

六、结论与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降低农业获取资本的难度从而增加农业资本投入,而资本投入能促进资本快

速积累,进而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 本文基于 2011—2020 年大陆 30 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运用熵

值法和层次分析法从农业投入、农业产出、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四维度评价了我国

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并结合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农业资本投入指标,对数字普惠金融经农业

资本投入对农业现代化的作用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进一步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

农业现代化影响作用,以及农业资本投入中介效应影响的门槛特征。 本文的主要结论可以概括为:
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现代化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对农业现

代化发展越有利。 从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业现代化的过程来看,农业资本投入有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其
影响路径为数字普惠金融→农业资本投入→农业现代化。 农业资本投入量越大,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

现代化的正向影响作用越强,这些基本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
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现代化的促进作用存在农业资本投入单重门槛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

农业现代化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受农业资本投入单重门槛效应的影响。 当农业资本投入水平跨越

该门槛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现代化的正向促进作用成倍增强。 相对于低农业资本投入水平,高农业

资本投入水平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现代化的正向作用更加明显,这也反映出农业资本投入的中介作

用还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两点建议:一是应通过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持续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

丰富金融科技创新的基础上加速现代技术在金融领域的渗透,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加大农村

数字化、智慧化建设的投入力度,完善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增加对农户的覆盖广度,二
是农业现代化的政策中更加重视农业资本投入。 要进一步完善农村投融资体系,除了加大财政和金融

机构对农业资本的投入外,还要鼓励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农业现代化建设,拓宽农业资本投入的渠道,以
提高农业资本投入水平,从而使数字普惠金融更充分地发挥对农业现代化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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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can
 

increase
 

agricultural
 

capital
 

investment
 

by
 

reducing
 

the
 

difficulty
 

of
 

obtaining
 

capital
 

for
 

agriculture,
 

while
 

capital
 

investment
 

can
 

promote
 

the
 

rapid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which
 

then
 

accelerat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0,
 

uses
 

the
 

Entropy
 

Method
 

an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to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from
 

four
 

dimensions:
 

agricul-
tural

 

input,
 

agricultural
 

output,
 

agricult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rur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
ment

 

level;
 

and
 

combined
 

with
 

the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
 

of
 

Peking
 

University
 

and
 

the
 

agricultural
 

capital
 

investment
 

index,
 

it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mechanism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through
 

agricultural
 

capital
 

investment
 

o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
 

panel
 

threshold
 

model
 

is
 

further
 

used
 

to
 

ana-
lyze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threshold
 

charac-
teristics

 

affected
 

by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agricultural
 

capital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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